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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促进了地区技术创新，但其对地区环境、能源的影响往往被忽视。本文通过构建综合考虑技术创新、环境、能源的绿色创新指标体系，从空间外部性的视角，探讨产业集聚水平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运用门槛面板模型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具有“U”型双门槛效应，集聚水平较低时，产业集聚抑制地区绿色创新;随着集聚水平的增加，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负面作用逐渐减弱;当集聚水平跨过更高的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有激励作用。因此，应动态的处理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根据集聚水平的不同，制定差异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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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inhibition or incentive?
Liu Liang1，Jiang Fu-xin1
（1.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01146,Zh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externalit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romotes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its impact on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energy is often ignor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green innovation index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spac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using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empirical study. The study found tha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U"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f green innovation, agglomeration level is low, green innovation area inhibite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level of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negative effect on green innovation gradually decreased; when the concentration level across the higher threshold valu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incentive effect on green innov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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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我国区域发展的进程中，产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的发展需要由以往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向符合“创新”、“绿色”理念的绿色创新发展模式转变。那么，产业集聚是否适应这种绿色创新型的发展模式，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产业集聚作为相同的产业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上靠近并存在产业联系的空间组织形式，与地区创新、环境、资源都存在相关关系。从创新角度，新产业区理论认为，集聚内的组织（包括企业、研究和教育机构、培训组织、金融机构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分工协作，这种分工协作有助于知识信息在企业间的传播，带来单一生产者所不能实现的效率与灵活性，从而提高创新效率。同时，集聚区内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知识外溢和劳动市场，这种共享不仅可以降低单个企业的平均成本，还有助于知识的扩散以及创新人才库的产生（陈林生，2005）。从环境角度，污染内在于产业集聚的发展过程，但根据目前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较为复杂。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是加剧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Virkanen，1998；Frank，2001；张可，2014），同时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还存在反向抑制作用（张可，2014）。与之不同，有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具有负的外部性，而产业集聚到达一定程度时将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李勇刚，2013；杨仁发，2015）。也有学者认为短期内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而长期内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很难确定，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并不存在相关关系（闫逢柱，2011）。从资源角度，产业集聚以及其规模效应是区域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规模扩大以及人口集中，将消耗更多的资源。但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又促进了资源的集中利用，集聚内关联企业成为共生体，综合利用原料、能源和“三废”资源（刘习平，2013）。
目前文献多是对产业集聚与地区发展进程中创新、环境、资源等单一方面影响机制的研究，鲜有针对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分析，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借鉴以往学者对绿色创新的理解，本文认为绿色创新是在创新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协调好发展过程中经济、环境、资源等因素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
产业集聚作为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载体，对地区绿色创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影响过程，其影响机制并不是各个单一方面的简单加总。因此，本文遵循整理绿色创新以及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产生影响的文献思路，选取中国省级工业企业数据，围绕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展开实证研究。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是因为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更需要向绿色创新发展模式转变，同时，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来讲,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其集聚效应也最为显著（金煜，2006）。
二 影响路径与机理
产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等具有显著影响和促进作用，但也产生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等负外部性影响，同样，其正负外部性也会对绿色创新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产业集聚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两个角度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行分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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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业集聚外部性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一）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正外部性
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可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资金外部性（Scitovsky，1954）。技术外部性是由技术上存在联系而非市场机制下所产生的外部性。资金外部性是指由于产业的前后相向关联导致的空间外部性。
1技术外部性
产业集聚带来技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又称知识溢出，是知识扩散的一种方式。知识管理理论将知识可划分为明晰性知识与缄默性知识，一般明晰性知识可以通过书本、期刊等标准化媒介获得和传播，而缄默性知识只能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来实现。明晰性知识和缄默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是创新的重要部分，地理集中的企业间的直接接触与交流，有利于缄默性知识的传播，从而促进了明晰性知识与缄默性知识的相互转化，进一步提高了区域的创新能力。因此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促进了区域间的创新能力。此外，技术外部性具有空间根植性特性，其外部性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种特性使得产业集聚度更高的区域获得更高的技术外部性，从而对创新的作用程度更高（赵勇，2009）。故而，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外部性促进了创新能力，从而有利于地区工业绿色创新，且集聚水平越高，作用效果越明显。
2资金外部性
产业集聚内的分工协作减少了中间投入品的投入，同时集聚内企业共享基础设施、生产和消费投入品、专业化服务、教育、劳动力市场等也降低了企业的平均成本，这种规模效应形成了资金外部性。资金外部性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减少了对创新投入与环境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创新、减少污染。另外，集聚内的组织如上下游企业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的分工协作可以发挥集体效率。一方面，组织间的分工协作提高了劳动者技能的熟练以及专业化，促进人力资本及知识的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同时组织间的协同创新也促进了创新效率。另一方面，企业间的分工协作降低了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产业集聚的资金外部性促进了地区创新效率，同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从而提高了地区工业绿色创新，且集聚水平越高，效果越明显。
（二）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负外部性
1环境污染
一方面，空间上的企业密集，特别是污染型工业的集聚会带来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区内政策和设施较为完善，更容易吸引国外资本，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容易使集聚地区形成“污染避难所”（沈静，2012）。但污染的加剧，政府会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增加对环境治理的投入，一定程度缓解了地区环境的污染。同时企业会面临更高的环境成本和集聚内产生的竞争效应，企业会选择通过改良生产工艺或提高治污支出来减缓或抵消环境成本，取得竞争优势，环境的治理过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创新。所以，产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是个动态的过程，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集聚会带来环境污染，此时，产业集聚不利于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达到临界值，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生产工艺以及技术的进步，此时产业集聚促进了地区工业绿色创新。
2资源消耗
产业集聚特别是工业的集聚以及集聚带来的人口集中将消耗更多的资源。但企业空间上的聚集，关联企业成为共生体，促进了资源的集中利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同时，资源的过度消耗使企业将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企业会选择改进生产工艺降低资源消耗。因此，产业集聚处于低水平时，资源消耗降低了地区工业绿色创新。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此时，产业集聚促进了地区工业绿色创新。
综上所述，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和资金外部性促进了创新水平，但产业集聚所带来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不利于地区可持续发展。因此，此时产业集聚不利于工业绿色创新的提高。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集聚的正外部性进一步增强，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得到有效控制，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果减弱。产业集聚水平到达临界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继续增强，负外部性减弱，同时负外部促进了地区技术创新，此时产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三 绿色创新的评价
在绿色创新能力的评价方面，大部分学者采用绿色创新效率来反映绿色创新效率的水平（Hailu A，2001；韩晶，2013；冯志军，2013；任耀，2014），效率是一个相对指标，如果一个地区用较少的投入可以获得较多的期望产出以及较少的非期望产出，就认为该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较高，效率的高低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创新能力与水平，因此本文亦选择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来表征地区绿色创新能力。
（一）考虑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
绿色创新效率是综合考虑地区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后的创新效率的评测。本文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评测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效率问题。数据包络分析是一种衡量多输入、多产出同类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相对效率的方法。DEA在评价效率是可以避免主观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减少评价误差。传统的DEA模型，如CCR模型、BCC模型，在评价效率中的产出均为期望产出，即产出越大效率越高。但在评价绿色创新效率时，环境污染产出则是一种产出越少、效率越高的“非期望产出”。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学者（Hailu A，2001；韩晶，2012）等将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变量，但这种处理方式有违生产过程的实际意义。另外，传统的DEA模型在度量效率的方法属于线性分段和径向理论，当要素存在拥挤或松弛时，会出现决策单元的效率被高估的情况。 本文利用Tone（2003）提出的非角度、非径向的DEA-SBM模型来衡量绿色创新效率。DEA-SBM模型把松弛变量直接放入目标函数中，解决了决策单元被高估的情况，同时又解决了存在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三个向量：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分别表示为。定义矩阵，，如下：



其中，,,。生产可能性集可以定义为：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如下：





、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量，λ为权重向量。效率满足，当时，认为被评价单元无效，决策单元需要通过增加期望产出、减少投入或非期望产出改进效率。当且仅当时，即时，我们认为被评价单元是有效率的。
（二）绿色创新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
本文根据绿色创新追求“技术创新、资源节约、绿色环保”的发展内涵，参考已有研究绿色创新效率的指标、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指标如下：
1投入指标
(1) R&D投入资本存量和R&D人员全时当量
工业部门的创新主要来自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资本和劳动是创新系统的基本要素。本文选取2004—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作为工业研发部门绿色创新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投入指标。
R&D经费内部支出反映的是企业该年度创新活动投入的流量指标，但R&D投入对创新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期，某一年度的R&D产出往往由以往年度R&D活动积累的成果。所以本文用永续盘存法对R&D资本存量进行核算。该方法的公式为：

其中，为i地区t时期和t-1时期的资本存量；σ 为折旧率，本文采用通用的做法假σ=15%；m为滞后期数，为滞后算子，即R&D支出的贴现系数。为i地区t-1时期的R&D支出现值，现值的计算，本文参照朱平芳（2003）的研究，从R&D支出的用途计算。《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将R&D支出分为日常性支出和资产性支出，由于2008年之前没有公布规模以上工业R&D内部支出的日常性支出和资产性支出，本文根据计算2009—2014年已公布的数据来衡量规模以上工业R&D内部支出的日常性支出和资产性支出占比。计算出支出价格指数=87%*消费价格指数+13%*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假设滞后期为，则期的R&D支出构成了t期的资本存量增量，即当时，，否则。假定滞后期为1年，则（3）式可写成（4）的形式：

本文以2003年为基期，基期的资本存量用下式来估计：

式中，为基期R&D支出资本存量，为基期R&D经费实际支出，为R&D支出的平均增长率，经计算；为折旧率。
(2)劳动力
一些学者（韩晶，2012；冯志军，2013）在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时均为考虑到生产部门的创新，忽略了生产部门人员由于经验积累所产生的创新，即干中学效应，造成在衡量绿色创新效率时的偏差。本文借鉴任耀（2014）的方法，选取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作为衡量工业生产部门绿色创新投入的指标。
(3)资源消耗量
绿色创新追求资源节约，能源消耗量是衡量企业绿色创新资源节约的重要指标。具体本文选取折算成标准煤的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衡量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投入。
2.2.2产出指标
(1)期望产出：发明专利和新产品收入
专利是衡量企业创新成果的重要产出，而专利又分为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和实用型专利，本文选取科技含量更好的发明专利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新产品收入是衡量绿色创新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新产品收入不仅体现了一个企业R&D部门创新成果的经济转化能力，也体现了生产部门人员生产加工技艺的创新。所以本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收入作为绿色创新效率的期望产出。
(2)非期望产出指标：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量
绿色创新考虑企业发展的环境效益，本文研究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必然要考虑到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工业部门的污染主要是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但由于评价三者的标准不同，本文借鉴韩晶（2012）的方法，将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按照0.42、0.35、0.23的比例加权来衡量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
下文中，本文将不再区分地区绿色创新与绿色创新效率，并将其统一称为绿色创新。
四 门槛模型构建
根据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机理分析，企业绿色创新可能因为产业集聚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为避免主观划分门槛的误差，本文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固定效应门槛回归模型：

其中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反映个体效应，为门槛变量，为待估计的门槛值，扰动项为独立同分布，是示性函数。
本文以工业产业集聚水平作为门槛值，考察产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是否产生影响以及是否显著，分别设定单一门槛模型以及双门槛模型如下（多重门槛以此类推）：


其中为地区绿色创新，为产业集聚水平，、、分别为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
（一）门槛模型的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green）：工业绿色创新水平，通过考虑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评测。
核心解释变量：产业集聚水平（aggl），本文利用CR指数测度地区产业集聚水平。

其中表示第i个省的产业集聚水平，表示第i个省工业产值，N表示省的个数。
控制变量。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不仅受产业集聚的影响，可能还受到所处区域环境（产业结构、技术市场环境、开放程度）以及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
产业结构（str）。第三产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的特点，理论上，层次更高的产业集聚可以给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基础和环境。地区良好的金融系统不仅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稳定性，也可以给创新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完善的教育、培训等第三产业有利于培养技术人才，促进地区的技术创新。同时完备的生产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可以有效促进工业技术进步、吸收运用企业的创新成果，提高创新效率与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本文选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来表征地区产业结构。
开放程度（open）。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竞争更激烈，企业存在提高科技投入的内生动力。同时，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容易吸引外资，也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一定程度促进本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也可能出现“污染避难所”的现象，从而抑制了绿色创新。本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来衡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环境规制强度（pr）。一方面，政府部门实施环境规制后，企业为达到政府设定的环境标准，必然会增加与减少环境污染相关的投资，从而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环境规制是政府对于企业施加的额外成本，同时也是政府对于企业实施的一个约束条件，这种约束条件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产生挤出效应，对于创新部门的投资必定减少，从而导致创新产出的减少。本文用地区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表征地区环境规制强度。
本文选取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西藏指标缺省较多，故不做考量），考察期为2004—2014年，原始数据来源于2005—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五 结果分析
（一）绿色创新分析
本文运用DEA-SBM模型评测2004—2014年各省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考察期内全国工业绿色创新水平均值达到0.450，但各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异（由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各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北京、上海的绿色创新能力平均值为1.000，并列全国首位，说明北京和上海处于绿色创新发展的前沿。北京、上海云集许多科研院所与高校，直接推动了地方创新效率的提升，加之近年对环境的重视及高污染工业的迁出，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黑龙江省的绿色创新水平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黑龙江主要以石油、煤炭、机械为主要的工业体系，而且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一方面，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撑。另一方面，石油、煤炭、机械等也是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所以造成黑龙江省绿色创新水平相对较低。
从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来看，除2013年东北地区外，各个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能力都平稳提升（见图2），说明这些年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地区创新意识、绿色意识得到了提高。结合图1，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明显优于中西部与东北地区，这与东部地区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存在密切联系。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的绿色创新相对较低，主要由于其工业多为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为主。同时东部沿海发达的地区不符合绿色环保的企业的迁入也是造成其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
[image: ]
图2 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水平变动趋势
Fig.2 Regional industrial green innovation change trend
（二）门槛回归和检验结果
本文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门槛检验和估计。
1门槛检验
对于门槛模型，我们首先需要确定门槛的存在性以及门槛的个数。本文使用Stata12软件，利用Hansen（2003）提出的自抽样法（bootstrap）对门槛进行检验，得出的F统计量和P值见表1。
表1 门槛存在性检验
Tab.1 Threshold existence test
	
	
	
	
	
	临界值
	

	模型
	F值
	P值
	BS次数
	1%
	5%
	10%

	单一门槛
	18.357**
	0.020
	100
	21.521
	10.821
	7.201

	双重门槛
	14.609**
	0.050
	100
	21.024
	12.961
	5.896

	三重门槛
	1.255
	0.390
	100
	13.598
	8.449
	4.647


注：（1）***、**、*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2）P值和临界值均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100次得到的结果。
通过表1，我们发现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在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自抽样F值分别为18.357和14.609。而三重门槛不显著，F值为1.255。因此，本文下面将基于双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两个门槛的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见表2。门槛参数的估计值我们利用似然比统计量来识别，借助图3和图4的似然比函数图，我们可以更容易了解门槛值和置信区间的估计过程。门槛参数估计值就是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为0时的取值， 双重门槛模型中门槛值、分比为0.011（见图3）和0.027（见图4）。95%的置信区间的是所有LR值小于5%水平临界值7.35（即图3和图4中的虚线）构成，因此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1,0.012]（见图3）和[0.023,0.029]（见图4）。
表2  两个门槛值和置信区间
Tab.2 Two threshold values and confidence intervals
	检验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门槛值
	0.011
	[0.011,0.012]

	门槛值
	0.027
	[0.023,0.029]



[image: ]
图3  第一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Fig.1 Estimates and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first threshold
[image: ]
图4  第二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Fig.2 Estimates and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second threshold

依据这两个门槛值将我国各省工业产业集聚水平分为较低水平（aggl≤0.011）、中等水平（0.011<aggl≤0.027）和较高水平（aggl>0.027）三个区间。表3列式了2014年三个区间包含的省份。
表3  2014年处于门槛区间的具体省份名称
Tab.3 Name of the specific provinces in the threshold range in 2014
	门槛值区间
	省份分布

	aggl≤0.011
	海南、青海、宁夏、贵州、甘肃、新疆、云南

	0.011<aggl≤0.027
	黑龙江、山西、重庆、广西、陕西、内蒙古、北京、吉林、天津

	aggl>0.027
	江西、湖南、上海、安徽、福建、四川、湖北、河北、辽宁、浙江、河南、广东、江苏、山东


注：由于篇幅所限，仅列出2014年处于门槛值区间的省份。
2模型的参数估计分析
双重门槛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列式于表4。
表4 门槛面板模型变量系数统计结果
Tab.4 Threshold panel model variable coefficient statistical results
	green
	参数估计值
	T

	aggl_1 （aggl≤0.011）
	-28.1993***
	-4.03

	aggl_2（0.011<aggl≤0.027）
	-5.6950**
	-2.55

	aggl_3 （aggl>0.027）
	2.1383*
	1.74

	str
	1.2860***
	3.79

	open
	-1.3481
	-1.36

	pr
	-18.3450*
	-1.95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结合表4，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存在相关关系，并且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当地区产业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回归系数为-28.1993，并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此时，产业集聚反向抑制了地区绿色创新。当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后，回归系数为-5.6950，并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此时，产业集聚抑制地区绿色创新，但抑制效果减弱。当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跨域第二个门槛后，回归系数为2.1383，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说明产业集聚正向促进地区绿色创新。因此，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影响，并且存在U型关系，这与本文的预期相一致。产业集聚处于较低水平（第一区间）时，集聚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阻碍了地区绿色创新，降低了地区绿色创新能力。产业集聚水平跨域第一个门槛，技术外部性和资金外部性进一步增强，集聚对绿色创新的抑制效果减弱。随着产业集聚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R&D人员、R&D资本进一步聚集，劳动市场进一步成熟，进一步促进地区知识外溢。同时，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得到改善，此时，产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地区工业绿色创新。
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与绿色创新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1.2860，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一定程度上表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地区工业绿色创新的提高。开放程度回归系数为-1.3481，没有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对地区绿色创新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回归系数为-18.3450，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一定程度上说明地区环境规制不利于绿色创新的提高。
六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绿色创新指标体系对各省工业绿色创新能力进行评测，并通过门槛模型研究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主要的研究发现有：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水平均值为0.450，整体水平偏低。其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水平最高，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追赶效应明显；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呈U型，且效果显著；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对绿色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开放程度对工业绿色创新产生负向影响，但效果不显著；环境规制一定程度上阻碍绿色创新发展。 
结合上文的分析与讨论，从政策层面：
产业集聚不仅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在集聚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也有效的促进地区的绿色创新，因此，我们应动态的处理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对于集聚水平偏低的地区，政府应积极引导建成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多元化、多层次的集聚形式。同时加强集聚内的分工协作，建立健全产业上中下游合作体系，加强企业、科研机构与高校的交流与互动，大力发展与集聚内相适应的物流圈与供应链，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与资金外部性，减弱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
对于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尽管跨越第二个门槛值，但客观地说，其产业集聚还处于初级阶段。产业集聚一部分由政府主导，计划经济色彩明显，难以有效的发挥正外部性，另一部分自发形成，存在低层次、低技术含量的问题。因此，这些地区在加强产业集群扶持力度的同时，应明确产业集聚的发展方向，构建一种由市场主导的产业融合型集群模式，使集群内的各部门、不同组织、上中下游之间形成高效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同时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从观念上、体制上、建立完备的产业集聚生态化的保障制度体系，努力营造有利于地区绿色创新的外部环境，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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